
我的同学侯隽 

韩秀琴 

侯隽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1962 年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后，她响应毛主

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克服了各种困

难在农村受到了锻炼成长为一名人民的好干部。1963 年作家黄宗英采访了她，

曾写了《北京的特别姑娘》在人民日报发表。她先后曾任窦家桥村党支部副书

记、书记达九年，后任县委副书记、天津团地委副书记、团市委书记、河北省

妇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当选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党的十

大代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 

1980 年侯隽任天津市人大代表、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县委常委、副县长。

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宝坻区政协主席。侯隽同志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四次接见，周总理六次接见。2002 年胡锦涛主席到宝坻曾

看望她，她现在身体很好，仍工作在第一线。现将侯隽所写《北京到窦家桥》

一文全文录出，以供读者读阅。 

回顾下乡以来的生活经历，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命运选择。正是上山下乡

和多年的农村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是窦家桥的乡亲们给我以厚爱，给我以力

量，他们在我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常有许多知青朋

友来信，谈到当年如何受到我的影响，其实是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影响了我们大

家。下面我就把自己下乡前后的经历谈一谈。 

一 

下乡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1955 年夏天，我当时 12 岁，在市内的石

驸马二小读完四年级，因母亲所在单位搬迁，我们一家也随之迁到京郊的良乡。

我转学到良乡北京基建局子弟小学继续读书，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良乡中

学。在良乡读初中和高中的几年里，我开始接触农民和农村。良乡是房山区的

一个镇，因为地处北京远郊，学校里农民子弟占多数。上初中时，班上只有我

们 5 名来自子弟小学的同学是所谓城里人。农村的孩子待人朴实、热情，学习

非常刻苦，看起来很成熟。学校的劳技课，内容很丰富，下乡劳动的机会也特

别多。学校的实验园也很有名，记得还拍过电影——《青春的园地》;还养了鸡、

鸭、猪，而且自己烧砖建校。良乡中学不放暑假，而是按农时放麦假和秋假。

在下农村参加劳动的时候，农民和农村同学吃苦耐劳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这一阶段的经历，使我对农村产生了最初的好感。 



在学生时代，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理想，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爱唱

歌，爱跳舞，爱画画儿，曾经想当个音乐家或画家;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又想

当个医生;后来对语文感兴趣，便又想当个文学家。在初中临毕业时，我的身体仍

然不大好，所以本想不考高中，最好去一所卫校，毕业后当一名医生或护士。可

是学校鼓励报考高中，而且要求第一志愿必须报良乡高中。于是，我把良中报了

第一志愿，其他志愿都填了卫校和护士学校，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真实志愿，考试

时，我还故意漏答了两道数学题。当然，也不敢丢得太多，谁知仍被良中录取了。

一年后我家搬回市区，我要求转学，校长不同意，我只好住校，继续留在良中。

既然上了高中，自然就立志考大学了。我在高中的成绩一直很好，由于自己的努

力，曾两次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品学兼优奖章。在毕业考试中，我 7 门功课

都是 5 分。临近高考的时候，文科的老师劝我学文史，理科的老师建议我读理工。

当时自己也非常自信心里打算：“要考就去北大、人大、别的学校还不去哩!”可是在

临毕业的时候，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考大学上面了，这主要是和当时的国家形势有

关系。 

在毕业前的动员会上，校长介绍了国家的形势，号召同学们“一颗红心，两

种准备”。一是准备升学，继续深造：再就是向王培珍、邢燕子、徐建春学习，

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国家的号召，先进人物的事迹，以及老作家赵树理送女

儿下乡的情景，都深深打动了我。我改变了考大学的计划，决定到农村去。我

当时的想法是，一个人确定什么样的志愿和理想，不能光凭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首先要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现在党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农业

战线是第一线，全党全民正在集中力量加强这条战线。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

不也有支援农业的责任吗?我应该自觉地服从祖国的需要，承担最艰苦的工作。

于是改变农村贫穷落的面貌，就成为我的最大理想了。 

我从小特别“拧”，想干的事情非办到不可。听母亲讲，在不满周岁的时候，大

人带着我去公园。我非要自己爬台阶，大人把我抱上去，我便哭闹着下来，然后

自己再爬下去。结果弄得满身都是泥土，却感到很高兴。现在我认准了下乡这条

路，别人的劝告自然没有用。有部分老师、同学甚至学较的校医都好心地劝过我，

他们主要是担心农村条件差，生活艰苦，我经受不住。我半开玩笑地说：“所以我

才去锻炼嘛!”此后，在同学们紧张复习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的是到哪里

下乡。也有一些农村的同学，因为功课不太好或是家庭困难，便主动地放弃高考，

陆续回到了农村。我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人。在送行的时候也在盘算自己的去

处。也曾有几位北京郊区的同学邀请我去他们村子，可我觉得人家一大家子人，

我插在里头不大方便，当时下乡虽然是大方向，但没有组织负责联系和安置，像

我这样家在城里的想下乡只能是自己联系接收地点。 

班里一位同学司福珍，也放弃了高考准备下乡。我们俩是同窗六年的好朋

友。她告诉我说，她母亲以前曾在宝坻县窦家桥打过零工，土改时还分得地主

两间房子。后来她们全家都迁到北京，但房子还是他们家的，我们俩可以奔那

儿。我当然非常高兴，这下总算有了下乡的去处了。 



我决定去窦家桥，当时我们都住校，就没告诉家里人。我和司福珍一起打

点行囊，兴冲冲地从学校直奔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生产队。那是自然灾害

刚过的 1962 年，当时良乡到宝坻长途汽车站等一宿，转天早晨再乘上午唯一的

一趟长途汽车去宝坻。在天津等车的时候，一些人听说我们想去宝坻县下乡，

都劝我们赶快回去，说农村可苦了。 

在天津吃早点的时候，一些饿急了的人伸手就抢我们的东西吃。看到这种

情况，我更加认识到建设农村、大办粮食的重要，也更坚定了下乡的决心。 

二 

我们来到窦家桥村以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竟是接收问题，厚道的村干部

接受了司福珍，因为她总算跟窦家桥有点关系，可是不肯接受我，因为他们觉

得没有理由收留。但是我们并不死心，到村以后就每天去地里干活，和大家渐

渐熟悉了，乡亲们都非常喜欢我。当时，我借住在回乡青年张俊峰家里，司福

珍天天晚上去找村干部对付，说服他们留下我。张俊峰也帮她一起去找支书“蘑

菇”，后来他看实在没戏了，就想出了个鬼点子，对干部们说：“人家那闺女比大姐

来得还硬气呢!她是福玉的对象，将来还不是咱村的人?”司福玉是福珍的弟弟，

还在北京读书。这样的理由本来不存在，也说不过去，但奇怪的是干部们居然

相信了，而且迅速同意接收我。村书记恍然大悟地说：“我早就说嘛，没有关系，

人家城里人怎么会来乡下吃这份苦。”因为当时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不会无缘

无故地从北京跑到陌生的窦家桥村来。 

1962 年 7 月 10 日，我回北京迁户口时，才向家里公开了选择。全家人都

感到非常突然，但没人表示反对，因为我要干的是一件很有志气的事。母亲只

是提醒我说：“这件事你可想好了，真要去一阵子后悔了，半途而废，我可没本事

把你调回来。”我坚定的说：“我不会半途而废的。”父母亲考虑我在农村没有收入，

表示只当我上了大学，每月寄生活费给我。我迁了户口，还带了些简单的生活

用品，就匆匆回到了窦家桥。乡亲们见我们果不食言，真来当庄稼人，全村人

像办喜事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和司福珍虽然估计到会有很多困难，但是绝没有想到困难会如此的难以

克服。不仅天天下地干活，累得我们腰酸腿疼，手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血泡，

而且一天到晚还要做三顿饭。我俩都不会用柴禾做饭，只好天天瞎对付，夹生

过火、盐大碱小地填了肚子了事。虽说队里在田粮上还照顾我们，每天按 8 两

分配，可由于当时没有副食，再加上我们“不会过日子”，所以一个月的粮食几天

就吃完了。那时候队里还分给我俩点自留地，自留地里种的红薯，很小的时候

就刨出来煮着吃了。这样过了一个月，司福珍对我说：“这口粮要是一个人吃也许

还行，我先到蓟县老家住几天，秋后分了粮食我再回来。”我想了半天，只好同意

我这个伙伴暂时离去，可是司福珍到蓟县不久，当地招聘代课教师，她就留在

那儿教书了。 



我住在那间小土房，矮得伸手就能摸到房顶。后墙外边的地面比屋里还高，

又是东厢房，所以冬天冷，夏天热，又湿又潮。赶上雨天，房顶到处漏雨所有

的盆盆罐罐都得用来接水。雨下得时间长了，雨水还会从耗子窟窿渗到屋里来，

我就在地中央挖一个坑，把水汇集起来再淘出去。窗和门都是用秸秆插的，很

不结实，糊的窗纸被风一鼓荡就破了，所以冬天要糊许多次窗户。那时，窦家

桥还没通电，回家还得推碾子推磨，把原粮加工好再去点油灯做饭。 

说来也怪，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一没觉得寂寞，二没觉得烦闷，而且天

天特别高兴，觉得生活得挺充实、潇洒，真是境由心造。你对生活很热爱，你也

就能真正以苦为乐。我天天下地时捎带着书报，歇晌的时候就给大家读报、讲故

事。看到乡亲们那专注的眼神，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已经成为他们中间

的一员了。回到自己的小窝里，我一个人忙忙活活地做饭。村里的小青年们吃完

饭就陆陆续续地来了，他们帮着我推碾子，帮着我做饭。然后嘻嘻哈哈地看着我

吃饭。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炕上坐得满满的，院里还站着十几个，我们就屋里

一句屋外一句地聊着。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姑娘主动跑来和我做伴，小小的坑上，

挤得身都翻不过来。青年们爱到我这儿来，一开始是因为新鲜，我刷牙漱口，他

觉着新鲜;我吹口琴、唱歌、他们也觉得新鲜。那时村子里也没有别的热闹，我好

像就是“热闹”。有几天真没粮食吃了，晚上收工回来就不做饭。咋办呢?饱吹饿唱!

我就躺在床上唱，唱《洪湖水》什么的。原来，饿着肚子唱歌显得嗓音特别好。

从此，我就经常和伙伴一起唱歌，我的小院里常常充满了歌声。 

司福珍离开以后，她母亲觉得对不起人。后来司福玉从学校毕业了，也要

求下乡，于是，他母亲就支持他到窦家桥来，说可以照顾照顾我。他是 1963 年

来到窦家桥的，刚来的时候也是自己做饭。由于他不会做，也是一顿糊两顿生

的，我为了照顾他，就让他一起吃。村里人对此也有议论的，可我一直没往心

里去，一直到县里的老田同志下乡蹲点，正式提出我与司福玉的关系问题，我

才认真地考虑。我觉得他人挺好，而且我原来曾假借过他的名义，现在不同意，

不成了“变心”吗?后来我当支书时，司福玉当副支书，我认为他实际上比我能干。

以后他还当过一段县委副书记，因为我的问题，也挨过一段整，现在是县粮食

局的工会主席。 

我们有个女儿，今年 17 岁了，正在读高中，由于我太忙了，顾不上照顾她，

她从小就自己玩。她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只是有时遗憾地说：“要是妈妈不是县长

该多好，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 

三 

1963 年，黄宗英大姐来窦家桥，在我那间小厢房里住了 20 多天。上午她

跟我们一块儿去地里干活儿，中午帮我做饭，收拾房间，下午写作。这期间全

国第三届文代会在召开，黄宗英也出席了。当周总理请赵丹、张瑞芳、黄宗英

等人到家里作客时，黄宗英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情况，总理当即肯定说：“这是个方



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并让黄宗英写文章宣传我的事迹。不久黄宗英大姐写

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送到《人民日报》社，但迟迟没能发表。当周

总理了解到是因我的家庭包袱出身问题而不能发表时，明确表态说：“不要让孩子

背家庭包袱，她向着光明，向着新社会，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青年带起来。”在周

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1963 年 6 月《北京姑娘侯隽下乡落户一年被称为“特

别姑娘》在《中国青年报》发表，1963 年 7 月《特别的姑娘》在《人民日服》

发表。以后《河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又发表多篇访问记和报

道，天津地委还发出了《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我一时

间成了“名人”，被当作“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农村”的典型，广泛宣传，并连续

多年被评为省、地、县的先进青年、青年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和农业先进工作

者。1964 年 6 月我被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在开幕式的那一天，党和国家领导

人都出席了。开幕式结束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工

作人员特地把我们 20 几个青年排到了边上，并且叮嘱说：“照完相以后，你们都

跟我走。” 

我们随工作人员去了一个会议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朱

德等国家领导人都在那里，准备接见我们。我跟毛主席握手时，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您好!我们全村的干部群众问您好!”可是走到周总理跟前时只想哭，我知道

总理一直关心着我。总理没有见过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怕哭出声来，抑制

着自己，声音很小地回答：“我叫侯隽。”总理还没有听清，其他同志就走过来和总

理握手了。事后我当然非常后悔，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1965 年 3 月，我到天津开劳模会，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也来到了天

津并参加了会议。在主席台上周总理看到邢燕子，就问她：“侯隽来了吗?铁姑娘

来了吗?”燕子告诉周总理：“她们都来了，在下面呢。”台下有的听见了总理的问话，

赶紧告诉我说：“总理问你呢。”我看着台上的周总理，心中十分感动，但是我不能

上台去见总理。过了一会儿总理就离开了会场。我两次见到周总理，而且亲自

感受到总理的关怀，可是在总理的印象中还是没有见过我。我既感到幸运，又

觉得懊悔。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总理，但决心踏下心来好好干，要对

得起周总理的关心。 

1966 年我光荣地入了党。三年以后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选举时全票通过，

我还投了自己一票。我想，有了生产指挥权，就可以科学种田，更好地实现自

己改造农村的愿望了。这时，村里最大的难题是改造盐碱地。我和群众一道，

用深井的水浇碱，使旱地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水浇地，实现了园田化，也彻底改

造了盐碱地。与此同时，我们还大搞秸秆还田，让土地松软增强肥力，使粮食

亩产由 1964 年的 400 斤达到了千斤。我们还组织了副业，窦家桥群众的生活明

显地比周围的村富裕了。 

我那会儿又要搞生产，又要开会作报告，忙得不可开交，本来身体就不大

好，这下更显着精力差。心里还总想着多干点儿实事，多参加点儿劳动，可身

体受不了。有一回，《人民日报》的记者王炳奎到村里采访，我坐在坑上靠着被



子跟他说，他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记。我说着说着就睡着了。过一会儿，醒来

一看，王炳奎正坐在地上看表。我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怎么睡着了，你怎么

没叫醒我呢?”王炳奎说：“我看你是太累了。”我那时干活就怕停下来，在地里干活

只要说该休息了，我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有一次，省长到村里看望大家，我

们坐在那儿听省长讲话，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实在是太紧张了，也太累了。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天不亮就去给五保户挑水，除自留地的草……，等

于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人怎么能受得了。王炳奎回去写了一篇“内参”，反映了这

个问题，被周总理看到了。总理当时在昆明，刚刚访问 14 国回来，看到这份“内

参”，立即打电话到国务院，通知天津地区和河北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此

定下：我要外出开会作报告，必须由天津地委批准才行。 

1971 年我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看病，《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了我，并

发了一个通讯。周总理看到这篇文章，知道在北京住院便让秘书找我，因为不

知道是哪一家医院，等一家一家地找到我时已是夜里 11 点了。医生把我叫了起

来，说周总理接见，我迅速赶到大会堂，总理的秘书告诉我：“总理正在开会，开

完会要接见日本外宾，你也参加。”我等了一会儿，总理走出来，握住我的手说：

“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只是没有见过你。”我说：“见过。”总理惊讶了，问：“什么时候?”

“我在共青团‘九大’时见过您。”总理又关心地问起我所在村的情况和家族情况，我

一一回答，总理很高兴。 

“文革”初期，我也曾一度受到冲击，但是不久随着部队“支左”就被解放出来了。

在那段时间里，总理很多场合提起我，经常过问我的情况，一直关心我的成长。

仅从 1971 年到 1975 年我就四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71 年 5 月 7 日凌晨，周

总理接见日本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特意安排我在场。总理接见外宾整整

两个半小时，还利用外宾到来前和送别后的机会和我们在座的三个农民代表谈了

近一个小时，其间和我就交谈了将近 20 分钟，总理关心地询问了我们村改造盐

碱地的情况和知青的生活情况。总理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无拘无束

地向总理一一做了汇报。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在那个年月里，

像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文革”中不仅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还能多次参加重大政

治活动，出席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有了总理的精心安排和关心爱护啊！ 

四 

1973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起因是李庆霖给毛

主席写不寒而栗一封信，说孩子下乡的困难。毛主席寄了 300 元钱，还附一封

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因此，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解决

知青的困难。我和邢燕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姚文元、

王洪文也参加了会。 

周总理讲话的时候，江青表现得烦躁不安。一会儿梳梳头，一会儿照照镜

子，一会儿出去转一圈再回来，一会又点着一张纸，引得火苗窜起老高……。



周总理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并且称赞干得不错时，江青突然插话：“还有一个

好青年，他叫张铁生!”总理立即打断她的话：“这样的好青年到处都有。”这也是我

第一次见到江青。 

1974 年江青来天津视察时，听市委第二书记吴岱汇报。吴岱举学大寨先进

典型的例子时，有宝坻的小靳庄。江青听说村里办夜校学唱样板戏，很感兴趣，

就要到小靳庄去。以后小靳庄就定为江青的“点”。江青每次去小靳庄，市委都要

通知邢燕子和我去小靳庄陪她。 

1974 年夏天，我正在党校学习，接到市委通知，让我马上回来到小靳庄陪

江青视察。江青穿着连衣裙，白高跟皮鞋，戴着大草帽。当她看见当地农民都

戴着一种尖顶草帽时，问我：“你有那样的草帽吗?”我说：“有。”江青立即让我去拿

来跟她换。可窦家桥离小靳庄有 50 多里地，我怎么能回去拿草帽呢?于是，我

就找到小靳庄的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你们小卖部有卖那种草帽的吗?”王作山说：

“有。”我说：“你赶快找人去替我买一顶来，再帮着缝个帽圈。江青跟我要这种草

帽。我上哪儿拿去?” 

跟王作山说完，我又跑去坐着听江青说。江青问：“你怎么还不赶快去拿帽子

啊?”我也实在，回答说：“我家离这儿特别远，他们去小卖部买草帽了。”江青听了

很不高兴，说：“你不想要我这顶帽子了，是不是?我这草帽还是延安时戴的呢!

你不想要，我就不给你了。”我说：“怎么不想要啊，只是我家离这儿太远了，拿不

来。”江青讥讽地说：“我看你都快成小官僚了。”我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过了

一会儿，江青又说：“这项帽子是我在延安时代开荒生产时戴的，很多人跟我要，

我都舍不得，现在送给你和燕子俩人，你们轮着戴啊。”我看看那顶草帽，心想：

接得慢点，帽子就变成两个人的了。一会儿给我买来了草帽，身边的人帮着缝

了个小帽圈，我就把它送给了江青。我当时觉得江青送的草帽代表革命前辈对

青年一代的希望，便把那帽子送到了村史馆展览。 

1976 年我当了 3个月的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说清楚”却有一年多。

1977 年 12 月 16 日，我重新返回窦家桥村。从天上掉到地下，我觉得应该。我

本来就应该在地上，不应该上天。我接着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 1979

年。村里群众传我可能要调走，闹得我也不塌实。我干脆找到县领导问清楚。

县领导回答说：“知青连以上干部都要安排工作，你也不例外。”可我一点儿也不想

离开村，我觉得在村里干得不错。群众为我着想，说：“叫去就去，哪怕干一天就

回来呢，也说明咱们没问题。” 

1980 年我离开干了 18 年的窦家桥村，到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非

常投入地干了 10 年。 

1990 年组织又调我到县政府当副县长，让我分管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工作，

同时还兼任宝坻红十字会会长。根据县里情况，我从 1994 年开始，在全县范围

搞了 9 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募集 90 多万元，又争取到“邵逸夫工程”捐款 40

万元，为残疾儿童建立起一座特教学校。 

1996 年底，县里又让我分管外经贸，1998 年又让我分管农业。不管干什



么，我都坚持按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工作。 

五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切实体会到，教育就是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

必须德智体美劳全国发展。青年人有一个在艰苦环境锻炼的机会，对他的一生

都有好处。中国是个大农业国，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我们就不可能从中

国的国情出发去考虑问题。不接触一段农民，对农民没有感情，也就很难谈得

上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扎根农村，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建

设着社会主义农村。我最初曾经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后来又成了一代知青建

设农村的典型人物。在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我经过了更多的磨炼，既当过

多种多样的官儿，也踏踏实实地务过农。但是，由于有了深厚的农村生活这个

根底，由于我对农村和农民的热爱，也由于有了绵绵不断的农民群众对我的关

怀和支持，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充实，也很踏实。 

知青生活对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几十年的农村生活锻炼了我吃苦耐劳、

坚忍不拔的毅力，使我在任何时候都经得起荣辱、苦乐的考验，能够把名利、

地位看得很淡。过去，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窦家桥村参加劳动搞科学种田，

为窦家桥村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我在县里担任职务，实际上也没离开农

村，是在更大范围内为农村、为农民服务。我将永远不改初衷，永远无怨无悔。 

 


